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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
可持续性评价与脱贫政策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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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政府、社会和脱贫户间形成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在经典SLA基础上改进了生计资本

评价体系,并利用2017年秦巴山区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和熵权TOPSIS方法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进行了

评价,据此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现行主要脱贫政策对维护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生计效应。结

果发现,自身能力较弱且得不到特殊保障的“两不靠”脱贫户,在现行机制下生计可持续性最差,返贫风险最

高,而这类脱贫户在务农型和60岁以上高龄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政策效应上,务工增收政策显著促进了

脱贫户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兼业型与务农型脱贫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但对社区资本具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产业发展政策对脱贫户金融资本,以及兼业型与务农型脱贫户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具有提升作用,而社会保障政策则对脱贫户所有生计资本的影响均不显著;相较其他类型脱贫户,现行政策对

务工型脱贫户的影响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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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大规模脱贫攻坚战逐步进入尾声,切实“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已成为新时期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扶贫机构的工作重点。从各国通行做法来看,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的关键,在于促

使贫困人口实现可持续生计,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是要促进脱贫户实现可持续生计。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大规模、高强度的精准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我国8000多万人口已完成“脱贫

摘帽”并摆脱了绝对贫困,使脱贫户占比超过了贫困户总量的85%。回顾脱贫攻坚战的实施过程,

脱贫攻坚被视作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种基于政府主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

贫脱贫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建立和完善,这种机制本质上是在政府、社会和贫困户之间形成的一

种高效的制度性合作机制[1]。在中央“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的原则要求下,前期帮扶贫困

户的制度性合作机制与政策在脱贫户身上得到延续。那么,基于这种制度性合作机制,脱贫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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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持续性表现如何? 现行脱贫政策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是否仍具有积极影响? 显然,对这两

大问题的回答不仅为客观评估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也为“后扶贫时期”优化

帮扶政策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提供了全新思路。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如何认识、评价和提升贫困人口生计可持续性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

热点。Sen较早基于其多维贫困理论,论述了贫困人口自由权利与可行能力不足对其生计维持构

成的重大影响[2];Chambers对生计可持续性进行了完整论述,指出生计可持续性应当是人们基于

能力、资产和活动,面对脆弱性环境的冲击而保持抵抗能力,并能实现自己、他人与后代持续谋生的

过程[3]。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理念,2000年前后,学术界和一些国际组织研究出了多种可持续生计

框架(SL)和相应的分析框架(SLA),用以评价贫困人口生计的可持续性,以及寻找实现可持续生

计的主要途径。该框架在集成化分析农户生计脆弱性,以及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因而国内外众多学者将其大量运用于对“三农”以及贫困等问题的研究[4-9]。近年来,随着

我国脱贫攻坚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学者开始将SLA应用于对脱贫户生计可持性或生计恢复力等问

题的研究[10-11]。

无论是SLA,还是其他反贫困途径(如参与式发展途径、综合农村发展途径等),政府对贫困的

干预,以及对贫困人口生计的政策支持必不可少。Banerjee&Duflo认为,穷人一旦陷入“贫困陷

阱”的怪圈,良好的支持政策以及政策的有效落实便对其摆脱贫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对

于脱贫户,尤其是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脆弱户而言,他们在本质上仍属于贫困户范畴[13],脱贫政策的

支持仍十分重要。然而,随着支持政策的转移和帮扶项目的逐步退出,脱贫户的福利恐将受到影

响,进而带来生计的不确定性[14];同时,由于扶贫退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脱贫户可能面临严峻的

返贫形势[15]。因此,学者们建议,在贫困地区由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应当构建

二者的耦合推进关系[16],让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支持政策契合精准扶贫的要

求[17-18],以维持和提升脱贫户生计的可持续性,降低其返贫风险。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界定、评价方法与实现途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对于“后扶贫时期”脱贫户在政策转移过程中面临的返贫风险,以及应对的政策衔接问题进行了前

期探索。然而,中国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制度性合作机制并未引起重视,由此对脱贫户生

计可持续性产生的影响也未得到客观科学的评价;精准扶贫的制度性合作是由系统的扶贫脱贫政

策主导的,但现有文献普遍得出的结论(即既有帮扶政策的退出可能影响脱贫户生计,进而导致其

面临严峻返贫风险),并未得到有力的实证支持。据此,本文将基于政府主导下的政府、社会与脱贫

户制度性合作机制,将社区资本纳入经典SLA生计资本体系,从而获得了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

的全新评价结果;同时,基于实施不同生计策略的脱贫户类型构建计量模型,系统验证了当前三类

主要脱贫政策(即务工增收、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对维护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生计效应。有别

于其他文献的主要研究发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生计能力与社会保障水平看,自身能力相对脆

弱,且得不到社会特殊保障的“两不靠”脱贫户的生计最不可持续,返贫风险最高,需要受到重点关

注;二是发现现行脱贫政策的生计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务工增收尽管是各地广泛实施的“立竿见影”

的政策,但同时也对社区资本的提升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后扶贫时期”以及

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转换衔接时期,脱贫政策不应当是“一刀切”式的简单退出,而应当视其对脱贫户

生计可持续性维护的效应,针对贫困脆弱性地区和脆弱性脱贫户进行择优保留和优化。

二、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

(一)基于制度性合作机制的脱贫户可持续性生计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基本内涵,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通常由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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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五个一级指标组成,用以衡量生计的可持续性程度[9]。本文认为,我国脱贫

户可持续生计必须考虑政府与社会帮扶的持续影响,因而应当将集政府与社会帮扶于一体的社区

资本纳入评价体系。本文将社区资本界定为贫困户或脱贫户可以长期依赖的,来自政府、社会以及

社区整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生计资本形式。社区资本可以较好体现政府、社会和贫

困户(或脱贫户)之间形成的制度性合作,在这种机制下,社区作为政府、社会对贫困户或脱贫户帮扶

的主要载体,将各种政府和社会资源汇聚起来,以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形式让贫困户或脱贫户持续受

益。据此,本文将社区资本纳入到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评价之中,相应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分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定义 指标赋值 指标权重

自然资本 饮水情况 饮水的主要来源是否是自来水 1=是;0=否 0.02859

物质资本

住房情况 房屋建造类别 1=土坯房;2=砖木房;3=砖混
房;4=钢混房 0.02400

饮食情况
是否经常吃肉、蛋、豆制品等必要
营养食物 1=是;0=否 0.03966

人力资本

身体素质 户主年龄 1=60以上;2=45~60岁;
3=45岁以下 0.04156

文化素质 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
中;4=大专;5=大学本科以上; 0.16864

健康水平 是否获得医疗救助 1=不需要;0=获得 0.03180

社会资本
社会生计

资源
帮扶责任人等为脱贫户提供的帮
助事项

1=1个事项;2=2个事项;
依此类推 0.04086

金融资本

家庭收入 年人均纯收入 根据家庭总收入按成员分摊 0.02749
财政扶持 是否获得产业扶持基金支持 1=不需要;0=获得 0.02308
金融支持 是否获得小额信贷 1=不需要;0=获得 0.05045

社区资本

公共设施与
服务的提供

公共设施
利用能力

公共服务
利用能力

公共设施与服务设施是否有明显
改善 1=是;0=否 0.07012

个人对社区文化室、医务室等公共
设施的利用水平

常年在家务农人数占有劳动能力
总人数比率 0.30645

创业帮扶 1=获得;0=未获得 0.12654
就业(培训)帮扶 1=获得;0=未获得 0.02077

  注:“指标权重”由下文熵权法确定

表1共列示了由6种生计资本指标组成的一级指标,前五个指标维持学术界的基本定义,其二

级指标由反映其内涵的可量化问题进行细化。其中“自然资本”可取值有限,本文仅取“饮水情况”
来评价。对于“金融资本”而言,在各种扶贫公共设施与服务有效供给的情形下,发展能力强的脱贫

户通常可以很快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生计水平提升,而需要更多特殊帮扶的脱贫户往往自身发展能

力较弱。因此,表1在处理相关生计评价指标时,对未获“财政”和“金融”两项支持的脱贫户,本文

定义为不需要帮扶,将其取值为1,需要者取值为0;对于“人力资本”中的二级指标“健康水平”,也
遵循同样的取值逻辑。第6项“社区资本”体现两层含义:一是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及

水平;二是脱贫户获得和利用社区公共设施及服务的能力。由于后者很难找到客观科学的评价数

据,本文用“常年在家务农人数占有劳动能力总人数比率”来显示脱贫户利用社区设施和服务的机

会,以间接揭示脱贫户获得和利用社区公共设施及服务的能力。
(二)方法与数据说明

1.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来评价秦巴山区脱贫户的生计水平可持续性。与大多需要主观赋

权的综合评价方法相比,熵权法采用客观赋权方法,从而避免主观赋权的个人偏好影响,保证研究

结果的客观性。在运用中,熵权法主要利用熵值反映信息源的无序性,按照指标间数值离散程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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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指标权重,从而有效排除人为干扰。为了对评价结果进行排序,本文在熵权法基础上进一步加

入TOPSIS模型。TOPSIS模型本质上是一种与理想值比较的排序方法,属于多目标决策方法。

将熵权法与TOPSIS模型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熵权TOPSIS模型,该模型在近年来的国内外各类评

价型研究论文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脱贫户生计水平评价的过程包括三个

步骤:第一步,对指标数据进行同趋势化处理;第二步,计算信息熵,并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构建

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基于理想贴合度确定最终评价结果。本文根据上述评价过程与结果,进一步

讨论脱贫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2.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12月研究团队针对秦巴山区3个贫困县的大规模入户调查,调查获

得有效问卷587份,以此作为生计评价与实证分析的依据。问卷内容涵盖了本文的六大生计资本,

根据信息熵确定的各类资本的权重分布见表1。由于大部分生计指标为定性指标,因此在评价和

分析中将其进行了分级量化处理,即根据不同类别或级别进行不同的赋值。其中,赋值类别分为两

类:一是对照类,分别设置0和1;二是分级类,分别根据认同水平级别的高低或大小设置1-5个级

别,分别赋予从1到5的不同数值,具体赋值情况见表1。
(三)评价结果分析

在表1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布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的脱贫户生计水平如表2。
表2 不同类别脱贫户生计水平与脆弱性分布

指标
自然资本(脆
弱性级别)

人力资本(脆
弱性级别)

物质资本(脆
弱性级别)

金融资本(脆
弱性级别)

社会资本(脆
弱性级别)

社区资本(脆
弱性级别)

生计资本(脆
弱性级别)

脱
贫
户
特
征

保障

性别

年龄

X

低保户 0.858736(4)0.260830(4)0.712118(3)0.607464(2)0.553172(3)0.342513(2)0.555805(4)
非低保户 0.877743(3)0.296331(2)0.731614(2)0.603509(3)0.534483(4)0.333740(3)0.562903(3)

男 0.964717(1)0.287553(3)0.724708(2)0.605446(2)0.543876(4)0.334210(3)0.576751(2)
女 0.926829(2)0.178513(5)0.695433(4)0.603523(3)0.53125(4) 0.386097(1)0.553608(4)

<45 0.904762(2)0.543920(1)0.768698(1)0.581392(5)0.538690(4)0.319962(4)0.609571(1)

45≤X<600.876847(3)0.359459(1)0.751061(1)0.582731(5)0.581683(2)0.337418(3)0.581533(2)

X≥60 0.854305(5)0.153938(5)0.690855(5)0.627147(1)0.518272(5)0.342928(2)0.531241(5)

生
计
策
略

非农就业型 0.928(1) 0.316040(2)0.702035(4)0.668807(1)0.45(5) 0.532145(1)0.599505(1)
兼业型 0.827586(5)0.284413(3)0.745896(2)0.631014(1)0.585561(1)0.469903(1)0.590729(1)
务农型 0.855856(5)0.205204(5)0.638861(5)0.583335(5)0.484091(5)0.324722(3)0.515345(5)

致
贫
原
因

能力丧失型 0.882353(2)0.256701(4)0.731788(2)0.611650(2)0.546229(3)0.344622(2)0.562224(3)
负担加重型 0.961538(1)0.399361(1)0.746959(1)0.590576(4)0.612745(1)0.310835(4)0.603669(1)
要素短缺型 0.861244(4)0.292697(2)0.722465(3)0.586531(4)0.558612(2)0.322302(4)0.557308(4)
偶然冲击型 0.931034(1)0.335347(1)0.707028(3)0.617842(2)0.564516(2)0.352284(2)0.584675(2)

脱
贫
途
径

务工增收型 0.879478(3)0.314684(2)0.746661(1)0.604271(3)0.556189(2)0.295589(5)0.566145(3)
负担减轻型 0.855978(4)0.273610(3)0.715744(3)0.602325(3)0.554891(3)0.418912(1)0.570243(3)
产业发展型 0.856540(4)0.264336(4)0.703553(4)0.587497(4)0.554622(3)0.287759(5)0.542384(5)

  表2反映了不同类别脱贫户的平均生计水平分布情况。表中将不同脱贫户按4个维度,分别

从6大生计资本与总生计资本进行分类评价。基于代表性原则,在脱贫户特征维度分为是否享受

低保、性别以及年龄等三种情况;在生计策略维度分为务工型、兼业型和务农型等三种类别;在致贫

原因维度分为能力丧失型、负担加重型、要素短缺型和偶然冲击型等四种类别;在脱贫途径维度分

为务工型、负担减轻型和产业发展型等三种类别。为了评价各类脱贫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表2将脱

贫户生计水平按五个级别转化为脆弱性程度,并在括号中进行了标注。根据可持续生计的基本内

涵,生计水平越高,则脆弱性程度越低,生计可持续性越好。

根据表2的结果分析如下。从脱贫户主要特征看,低保户脆弱性程度高于非低保户,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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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女性脱贫户脆弱性程度高于男性脱贫户,主要表现在自

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60岁以上的老年脱贫户脆弱性程度高于相对年轻

的脱贫户,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从脱贫户生计策略看,务

农型脱贫户脆弱性程度显著高于务工型和兼业型。在评价的六大生计指标中,务农型脱贫户均处

于严格弱势地位。从致贫原因来看,要素短缺型脱贫户脆弱性程度最高,其次为能力丧失型,从而

表明这两大原因仍是当前制约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主要方面。从脱贫途径看,产业发展型最为脆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王振振、巫林洁等的研究结论[19-20]。该结果表明,与普遍认为务工增收

和产业发展增收是摆脱贫困最主要途径的观点不同,当前脱贫户摆脱贫困的最主要途径来源于务

工增收和负担减轻。从总体生计结果看,处于脱贫极端脆弱的情形包括三种类别的脱贫户:一是

60岁以上的脱贫户;二是务农型脱贫户;三是基于产业发展的脱贫户。由于后两者基本可以归为

从事农业产业的脱贫户,同时也是要素短缺致贫型脱贫户,因此,可以认为,高龄和务农型两类脱贫

户最为脆弱,其生计可持续性最差。

综合来看,45岁以下的年轻脱贫户、务工型和兼业型脱贫户,以及负担加重型致贫的脱贫户生

计脆弱性程度最低,生计可持续性最好。这三类脱贫户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生计能力

强的脱贫户;二是存在显著谋生障碍的脱贫户。前者可以主要通过自身能力,在脱贫政策支持下很

容易提高生计水平,并实现生计可持续性;后者则主要通过强大的脱贫保障政策(低保政策和“政府

兜底”政策)来实现一个较高的生计水平以及持续性。因此,从脱贫途径上显示,前类脱贫户在务工

增收方面效果突出,而后者则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效果突出。相反,对于生计能力较弱,其谋生障

碍程度又无法达到政策重点保障标准的“两不靠”脱贫户,其生计脆弱性最高,可持续性最差。

三、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维护的政策效应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在制度性合作机制下,各地按照“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的原则持续为脱贫户提供帮

扶,这是以现行主要脱贫政策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支持和维护具有积极效应为前提的。理论

上看,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维护的政策效应来自脱贫政策的生计支持效应,因此,本部分将通过对

后者的实证分析来讨论相关的政策效应。在精准扶贫脱贫过程中,尽管从不同部门推出的脱贫政

策众多,但从促进生计角度,对脱贫户帮扶的现行政策主要可概括为务工增收、产业发展和社会保

障等三类。务工增收政策侧重提升脱贫户务工的机会,这既包括外地和本地务工机会,也包括城镇

和农村务工机会;产业发展政策侧重促进贫困村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户收入增长。从

产业涵盖的范围看,一、二、三产业均包括在内,但从调研地区对象看,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的农业

方面;社会保障政策侧重促进贫困户的生计条件,以间接促进生计水平提升,具体包括农村基本公

共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理论上看,上述政策符合Banerjee&Duflo的“良好”政策标准[12],那

么,执行情况如何呢? 为此,本文构建如下基础计量模型展开实证分析:

LIVELIHOODt=β1+β2POLITY2t+β3X3t+μt (1)

其中,LIVELIHOOD 表示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包含的生计变量,包括自然资本(CINAT)、物质

资本(CPHY)、人力资本(CHUMAN)、金融资本(CFINA)、社 会 资 本(CCOM)和 社 区 资 本

(CSIC)。POLITY 表示脱贫政策,即务工增收(WORK)、产业发展(INDUST)和社会保障(AF-
FORD)等三种。X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条件改善(CONDIT)、性别变量(MALE)和低保变量

(MINIL)。β1 表示截距,β2、β3、是偏回归系数,μt 表示随机扰动项,t表示第t个观察值。相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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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定义及统计特征见表3。

表3 主要变量及其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均值 变量标准差 变量中值

被解释变量

CINAT 自然资本:由生计水平计算所得 0.868824532 0.337592158 1
CPHY 物质资本:由生计水平计算所得 0.722712751 0.241536096 0.878910391
CFINA 金融资本:由人均收入确定 9401.036 5563.569 8244
CCOM 社会资本:按个人借款水平赋值 2.577512777 0.834951 3.839178
CSIC 社区资本:在家人口与户人口比 0.543015332 0.314272538 0.5

CHUMAN 人力资本:由生计水平计算所得 0.280122561 0.160170556 0.29464123
解释变量

WORK 务工增收:工资性收入与总收入之比 0.527987771 0.335929733 0.597499505
INDUST 产业发展:经营性收入加上生产性补贴 8721.988514 10128.64847 6743
AFFORD 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扣除生产性补贴 44735.40717 66367.17867 17780
控制变量

CONDIT 公共条件:公共条件需要改进的表现 2.879045997 0.374694119 3
MALE 性别情况:1=男,0=女 0.865417376 0.34127722 1
MINIL 保障情况:1=低保护,0=非低保户 0.456558773 0.498109285 0

  在表3的因变量数值确定中,除金融资本(CFINA)、社会资本(CCOM)和社区资本(CSIC)

外,其他变量按相应的生计资本值确定。为避免回归中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对社会资本

(CCOM)和社区资本(CSIC)两个变量进行数值替代。其中,社会资本由“脱贫户私人借款水平”赋

值确定,具体做法是,按私人借款水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平均分成五个级别,对各脱贫户私人借

款值分级赋值。由于部分脱贫户没有借款,很难反映出这部分人的社会资本水平,本文对其均取中

值。社区资本则按“在家人口与户人口比”确定,以反映脱贫户利用社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机率。

此外,考虑金融资本(CFINA)、产业发展(INDUST)、社会保障(AFFORD)三个变量绝对值较大,

为避免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对其取对数;社会保障变量在解释变量中仅考察一般

公共服务,而公共基础设施放在控制变量中加以考察。

(二)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由六种生计资本组成,解释变量主要涉及三类脱贫政策。在实践中,

不同类型的脱贫户,其生计资本与脱贫政策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部分按生计策略将脱贫

户分为兼业型、务工型和务农型等三种类别,分别加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在表4的六大生计指标中,由于自然资本在属性上与脱贫政策关系不大,予以列出,但不作考

察,因而主要考察其他五大生计资本与脱贫政策的关系。从不同政策的生计效应看,其效应分布极

不均衡。其中,务工增收政策对五大生计资本的效应均表现出显著性,且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

金融资本方面对所有脱贫户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对兼业型和务农型脱贫户具

有显著积极影响,而在社区资本方面,则对兼业型和务工型脱贫户具有显著不利影响。基于后两种

情况,本次调查显示,具备一定劳动能力且长期在外务工的脱贫户占比较大,留守农村的以老弱病

残人员为主,留守脱贫户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并就近从事一些务工活动。因此,务工增收政策实际

上促使长期在外务工的脱贫户在农村的社会关系趋于弱化,对社区的贡献也非常低,抑制作用明

显;而留守脱贫户在务农基础上的就近务工活动实际上促进了其传统社会关系。此外,产业发展政

策对不同类型脱贫户的金融资本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巫林洁、宁静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20-21],但对其他生计资本的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对兼业型脱贫户而言,产业发展政策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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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务农型脱贫户而言,产业发展政策对其人力资本与社会

资本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上述不同结果,显然与留守型脱贫户从事务农活动相关;对于社会保

障政策,该政策则对各类脱贫户的所有生计资本的效应均不显著。
表4 脱贫户生计资本的政策效应检验

被解释变量
CINAT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CPHY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CHUMAN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WORK
-0.0437
(0.643)

-0.0015
(0.994)

0.0206
(0.865)

0.1054
(0.096)*

0.1342
(0.068)*

0.0178
(0.082)*

0.0534
(0.038)**

0.4133
(0.000)***

0.2307
(0.000)***

INDUST
-0.0231
(0.232)

-0.0544
(0.035)*

0.0357
(0.228)

0.0352
(0.007)***

-0.0134
(0.506)

-0.0421
(0.335)

-0.0036
(0.693)

0.00311
(0.821)

0.0228
(0.022)*

AFFORD
0.0006
(0.928)

0.0278
(0.070)

0.0092
(0.693)

-0.0021
(0.640)

-0.0213
(0.080)

0.0021
(0.892)

-0.0018
(0.577)

0.0068
(0.412)

0.0113
(0.145)

CONDIT
0.0481
(0.422)

-0.0932
(0.195)

-0.0670
(0.319)

-0.0864
(0.983)

0.0602
(0.291)

-0.0049
(0.913)

0.0020
(0.944)

-0.0288
(0.456)

-0.0340
(0.130)

MALE
-0.0658
(0.214)

0.0985
(0.266)

-0.0672
(0.596)

0.0037
(0.915)

0.1040
(0.142)

-0.0216
(0.799)

-0.0421
(0.098)

-0.0198
(0.677)

0.0203
(0.631)

MINIL
0.0530
(0.238)

0.0211
(0.771)

-0.0251
(0.719)

0.0036
(0.902)

0.1113
(0.058)

-0.0769
(0.101)

-0.0116
(0.589)

0.0777
(0.050)

0.0372
(0.110)

adj.R2 -0.001 0.065 -0.017 0.01 0.056 0.01 0.005 0.189 0.204
F 0.93 2.05 0.58 1.47 1.89 1.25 1.22 4.52 7.55

被解释变量
CFINA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CCOM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CSIC
兼业型 务工型 务农型

WORK
0.9361

(0.000)***
1.1134

(0.001)***
0.3860

(0.001)***
0.2142
(0.013)**

-0.1441
(0.492)

0.3432
(0.001)***

-0.1384
(0.063)*

-0.3140
(0.095)*

-0.0559
(0.363)

INDUST
0.1580

(0.000)***
0.1021
(0.023)**

0.1594
(0.000)***

0.0348
(0.048)**

0.0256
(0.368)

0.0591
(0.014)**

0.0011
(0.942)

0.0007
(0.985)

-0.0181
(0.228)

AFFORD
0.0064
(0.425)

0.0461
(0.082)

0.0430
(0.061)

0.0164
(0.110)

0.0262
(0.126)

0.0218
(0.244)

-0.0033
(0.544)

-0.0080
(0.740)

-0.0089
(0.450)

CONDIT
-0.0173
(0.802)

-0.0813
(0.512)

-0.0280
(0.671)

0.0751
(0.167)

-0.2001
(0.014)*

0.0249
(0.644)

0.0478
(0.309)

0.1801
(0.117)

0.0144
(0.673)

MALE
0.0169
(0.782)

0.1911
(0.213)

-0.2021
(0.106)

-0.0245
(0.610)

-0.0157
(0.874)

-0.0207
(0.838)

0.0036
(0.930)

0.1291
(0.359)

-0.0107
(0.868)

MINIL
0.0917
(0.077)

0.0677
(0.590)

-0.0184
(0.787)

0.0687
(0.093)

-0.1233
(0.131)

0.0509
(0.362)

0.0011
(0.975)

0.1096
(0.348)

-0.0115
(0.745)

adj.R2 0.25 0.149 0.235 0.043 0.094 0.087 -0.002 0.044 -0.018
F 16.5 3.05 8.84 3.06 2.57 3.44 0.9 1.69 0.55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和1%显著水平下显著

从不同生计资本的政策效应看,同一政策在不同类型脱贫户间存在明显差异。对于物质资本

而言,三类脱贫户通过务工增收政策均可显著促进家庭物质资本的增长,但务工型和兼业型脱贫户

的务工生计贡献度明显高于务农型脱贫户。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务工政策对兼业型脱贫户生计贡

献度明显高于务工型和务农型脱贫户。对于金融资本而言,三类脱贫户均能通过务工增收政策和

产业发展政策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本积累,但务工型在这两种政策下的生计贡献明显高于兼业型

和务农型脱贫户。对于社会资本而言,务工增收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对务农型脱贫户的效应要明

显高于兼业型,这进一步印证了前述务农活动和就近务工活动更能保持或强化传统社会关系的结

论;对于社区资本而言,务工增收政策对务工型脱贫户的抑制作用要显著高于兼业型脱贫户,这也

进一步印证了长期在外务工对社区资本的不利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传统SLA框架,还是基于本文改进后的SLA框架,现有务工增收

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的生计提升效应并未得到完全证实,而社会保障政策的生计提升效应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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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总体来看,务工增收政策常常作为脱贫户提高生计水平的首选,确实有助于提升脱贫户物

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兼业型和务农型脱贫户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该政策同时也

加剧了脱贫户长期外出务工对其社区资本的抑制作用,至今并未引起社会广泛重视;对于社会普遍

重视的产业发展政策,其共性的积极贡献表现在金融资本方面,同时对留守型脱贫户(包括歉业型

和务农型脱贫户)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具有积极影响。从务工增收和产业发展政策

对不同类型脱贫户生计资本的积极影响看,两大政策对务工型脱贫户的生计效应是最好的。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7年秦巴山区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和改进SLA框架后所形成的新指标体系,利

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制度性合作机制下脱贫户生计资本进行了测算,并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

进行了评价,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务工增收、产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现行主要脱贫政策对维护脱

贫户口生计可持续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脱贫户生计特征看,务农型和60岁以上的高龄型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最高,生计可持续

性最差;而务工型和兼业型、负担加重致贫型和45岁以下年轻的脱贫户生计脆弱性最低,生计可持

续性最好。

第二,从脱贫户能力和保障水平看,生计能力较弱,且谋生障碍程度又无法达到政策重点保障标

准的“两不靠”脱贫户,其生计脆弱性最高,可持续性最差;而自身能力强的脱贫户,或自身能力脆弱特

征显著,且得到政策特殊保障的脱贫户容易在现行脱贫政策中实现生计可持续性,返贫风险较低。

第三,从脱贫政策的生计效应看,对各类脱贫户而言,务工增收政策对其物质、人力和金融等生

计资本具有显著积极作用,产业发展政策对其金融资本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社会保障政策则对其

各项生计资本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对务工型脱贫户而言,务工增收政策对其社区资本具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对兼业型和务农型脱贫而言,务工增收政策对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

显著积极作用。在政策效应的积极表现方面,对务工型脱贫户的政策效应要明显好于兼业型和务

农型脱贫户。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转换衔接时期,应当对贫困脆弱地区以及脆弱性脱贫户保留有

效的帮扶政策,并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优化,避免政策退出的“一刀切”。对于脆弱性地区,应当进

一步强化外出务工增收政策的运用,并强化社会保障政策的兜底作用;对于自身能力脆弱型脱贫

户,应当着重强化社会保障政策的运用。

二是要加强务工增收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的协调。对于产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强化对

脱贫户受益面大、受益水平高、发展前景好的乡村支柱产业的培育与支持,为脱贫户提供更多就近

务工的机会;同时,鼓励脱贫户将其经济活动与扶贫产业对接,促使其收入来源多元化和收入水平

最大化。对于产业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要强化与产业发展条件较好地区(尤其是城镇地区)的合

作,以劳务输出方式获得其他地区产业发展的益处。

三是要重点发挥农村社区在针对脱贫户务工增收、产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中的组织与

协调作用,强化其在“后扶贫时期”对脱贫户的公共服务能力,紧密脱贫户与农村社区的依存关系。

一方面,要进一步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将政府能够掌握和动员的相关人才资源制度化配送到农

村社区,强化人才扶贫工程;另一方面,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使农村社区成为实施脱贫户

后续跟踪和服务的实体单位,并将社区扶贫绩效与干部考核绩效进行紧密挂钩;最后,要理顺各类

帮扶主体与农村社区的关系,让农村社区充分发挥对脱贫户生计支持的纽带作用。

57



四是要突破农业作为扶贫产业支柱的不利性,使产业扶贫项目向跨产业、跨区域融合的扶贫产

业链转变,通过建立城乡产业融合扶贫链,来实现长效可持续扶贫。为此,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本地

致富能人或优秀扶贫干部,发挥其在扶贫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促进城乡部门

之间的扶贫合作,关键是将扶贫产业植入到可合作的产业链中,实现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最后,地方

政府要在扶贫产业转型发展中对脱贫户提供培训支持,提高脱贫户的生计策略意识与能力。

五是要重点针对“两不靠”脱贫户建立生计水平与返贫风险的持续监测体系,并实施分类帮扶

策略。对于务农型“两不靠”脱贫户,要针对性地强化兼业或务工的培训和指导;对于高龄型“两不

靠”脱贫户,要在强化生计监测的基础上,适时纳入社会保障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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